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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过失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胡 鹰

中国古代过失犯罪制度与同时期甚至稍晚的西方国家相比
,

已臻相 当发达
、

完

备的程度
,

明了其思想渊源与立法规定
,

对于 当今过失犯罪的理论发展及立法完善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本文以我国古代过失犯罪的理论思想和立法规定为主线
,

对

我国古代过失犯罪思想 的萌发与发展
、

过失犯罪规定 的沿革与演变
、

过失犯罪的称

谓及其概念
、

过失犯罪的立法体例与罪名体系
、

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等方面的问题

作 了比较深入细 致的探讨
.

在此基础上
,

作者最后认为
:

在一定条件下
,

发达 的自

然经济有 时会孕育出与商品经济一样甚至比之更加完备的法律制度
,

这是一条规律
.

过失犯罪制度的确立
,

是刑法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
。

但是这一飞跃并非一墩而就
,

而是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逐步完成的
。

中国古代过失犯罪制度发育
、

形

成
、

变化
、

发展的全过程
,

即反映了这一规律
。

鉴于中国古代过失犯罪制度其中不乏有价值

的东西需要挖掘
,

本着
“

古为今用
”
的原则

,

本文从若干方面对我国古代过失犯罪的有关问

题进行探讨
,

期望藉此梳理我国过失犯罪的思想渊源与立法规定
,

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其中所

蕴涵的刑法思想
。

一
、

古代过失犯罪思想的萌发与发展

考察整个刑法发达史
,

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
,

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

不区分故

意与过失一
,
部分 区分故意与过失一~ 完全区分故意与过失

。

第三阶段直至近代社会才告完

成
,

过失犯罪思想的萌发
,

应该是在第二阶段之初
,

而发展则在其后
。

奴隶社会初期
,

阶级斗争十分酷烈
,

统治者的治世经验还相当幼稚
,

惩罚犯罪人完全以

报复主义为指导思想
,

不可能也无必要区分故意与过失
。

当时追究行为人责任
,

既不区别行

为的结果与偶然现象
,

也不问行为人对犯罪事实有无认识
,

只知按行为及行为后继起的现象

来衡量犯罪人的罪责
,

从而形成刑法史上的所谓结果责任时代
。

只是后来随着统治阶级立法

经验的积累
、

法律文明的发展
,

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

人们一方面了解到行为与结果在时间

上是继起关系
,

但在内容上还有发展关系
,

和偶然现象纯属二事
;
同时也逐渐认识到犯罪人

主观上对于行为和结果存在着知与不知
、

故意与过失
、

认识正确或误解的差异
,

基此而有区

别地迫究刑事责任
,

遂形成刑法史上的犯意责任时代
。

规定过失犯罪的思想
,

正是在这种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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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责任时代向犯意责任时代转变
、

演进的过程中萌发并不断发展的
,

这是世界刑法发展史

上的一般规律
。

同世界刑法发展史的一般情况相比较
,

中国古代过失犯罪制度的发育要相对完备和成熟
,

规定过失犯罪的思想也就渊源甚古
。

关于这方面的探讨
,

研究者大多引用 《尚书》 中的有关

记载
。

有学者根据 《尚书
·

舜典 》 “

青灾肆赦
,
估终贼刑

”

的记载
,

推断早在奴隶制前的舜帝

时代就有
“

故意特重其刑罚
,

过失酌减其处分
”

的原则
① 。

由于尧舜时代的史事只是一种传说
,

而在奴隶制前也不存在所谓犯罪与刑罚
,

所以舜帝时代即有过失犯罪思想的推测并不可靠
。

但

《尚书 》 既有此记载
,

至少表明西周时期已有过失犯罪的思想当无疑义
。

这一结论
,

还可以从

下列有关史料记载中得到佐证
:

( 1 ) 《尚书
·

康浩 》 记载的西周时期周公旦对到殷地的康叔所作的训词
。

周公总结了商封

王
“

殷帷羞刑
,

暴德之人
”
以至灭亡的历史教训

,

对夏商两朝的神权统治进行了较大修正
,

提

出
“

敬德保民
”
和

“
明德慎罚

”

的基本政策
,

强调
“

敬明乃罚
,

人有小罪
,

非青
,

乃惟终… …

乃不可不杀
” ; “

乃有大罪
,

非终
,

乃惟沓灾… …时乃不可杀
” 。

这里明确将故意 (非音 ) 与过

失 (青 ) 区别开来
,

并提出了罪小但明知故犯
、

屡教不改者不可不杀
,

过失犯罪再大也不能

杀的过失从轻原则
。

( 2) 《尚书
·

大禹漠 》 中曰
“

有过无大
,

刑故无小
”
也表明了过失从轻的思想

。

不过清代

学者丁晏考定此系三国魏王肃伪造
,

是否可信
,

有待进一步考证
。

( 3) 《周礼 》 有关过失犯罪的记载亦有多处
。

《秋官
·

司刺 》 在说明
“
司刺

”
的职责时云

:

司刺
“

掌三刺三有三赦之法
:

壹有曰不识
,

再有曰过失
,

三有曰遗忘… … ” 。 “

有
”

即宽恕
,

“
不识

” 、 “
过失

” 、 “
遗忘

”
虽然在含义上稍有差别

,

但都是指那种不曾预料或者虽然事前有所

预料却临时又忘记的认识不符合实际的情况
。

可见过失犯罪可以得到宽恕已成为量刑的原则

之一 《地官
·

司救 》 谓
“
司救掌万民之衰恶过失而诛让之

,

以礼防禁而救之
” ; 《地官

·

调

人 》 云
: “
凡过而杀伤人者

,

以民成之
,

鸟兽亦如之
” ,

这些记载也都反映了一个思想
,

即区

分故
、

过
,

过失从轻
。

由此可见
,

规定过失犯罪的思想早在我国西周乃至更早的时期已经出现
。

因为
“
殷因于

夏礼
,

周因于殷礼
" ② 。

封建社会以后
,

随着经济
、

文化的发展
,

统治阶级的治世经验有所进步
,

过失犯罪的思

想亦得到进一步展开
,

并贯彻落实到刑事立法与司法中
。

尤其西汉以后
,

儒家思想在整个中

国古代思想领域里一直占据优势
,

对于法律
、

刑罚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影响
。

在追究刑

事责任方面
,

儒家置重动机
,

把主观动机放在较结果更为重要的地位
,

对疑案难案所实行的
“

春秋断狱
”
即是一例

,

所谓
“

春秋之治狱
,

论心定罪
,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
,

志恶而合于法者

诛
’ ,
③

, “

春秋之听狱也
,

必本其事
,

本直者其论轻
,

咐反映的都是一种极重主观罪过的指导思

想
,

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封建司法中的罪刑擅断
,

同时也为后来唐律关于过失犯罪

的系统规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
、

古代过失犯罪规定的沿革与演变

如果说先秦关于过失犯罪的记载尚无律例可考
,

还只能说是一种思想
,

那么秦汉以降
,

过

失犯罪的规定则已见诸于立法中了
。

1 9 7 5年 12 月湖北云梦出土的 《睡虎地秦墓竹简 》 表明
,

秦代法律已经明文区分故意与过

·

5 0
·



失
。

当时的律文 , 般称故意为
“

端为
” ,

过失为
“

不端
” ,

并明确了重惩故意犯罪
,

轻罚过失

犯罪的原则
; 而且知与不知

、

故意与过失是区分罪与非罪
,

此罪与彼罪的标志
。

例如
, 《秦简

·

法律问答 》 中记载
: “
甲盗不盈一钱

,

行乙室
,

乙弗觉
,

问乙论何也 ? 毋论
。

其见知之而弗

捕
,

当货一盾
” ,⑥
这里是否构成犯罪

,

完全取决于有无认识
、

有无故意的心理状态
。

《秦简 》 中

记载的司法官吏的读职罪
,

执法官吏将
“
当黔为城旦者

” “

以论耐
” ,

过失所至为
“

失刑罪
” ,

是一种较轻微的犯罪
,

故意 (端为 ) 则为
“
不直罪

” ,

是一种重罪⑧ ,

相同的结果
,

主观心理

状态不同
,

所适用的罪名
、

刑罚也各异其趣
,

故
、

失迥然有别
。

及至汉代
,

由于 《汉律 》 失传
,

其关于过失犯罪的原始规定已无从详考
。

但其他有关史

料记载表明
,

其时论罪科刑必须区分故意与过失
; 重故轻过

,

已成定制
。

《后汉书 , 郭躬传 》

记载的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一个案例
,

为上述结论提供了可靠的实例
。

据载
: “

有兄弟共杀人

者
,

而罪未有所归
。

帝以兄不训弟
,

故报兄重而减弟死
.

中常侍孙章宣诏
,

误言两报重
,

尚

书奏章矫制
,

罪当腰斩
。

帝复诏躬问之
,

躬对
:

章应罚金
。

帝曰
:

章矫诏杀人
,

何谓罚金 ? 躬

曰
:

法令有故
、

误
,

章传令之谬
,

于事为误
,

误者则其文轻
。

帝曰
:

善
。 ”
从这则实例可以看

出
,

《汉律 》 对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是重视的
,

且处刑轻重差别很大
:

如果是矫诏杀人
,

属故意

犯罪
, “ 罪当腰斩

” ; 如果是 “
传令之谬

” ,

则为过失犯罪
,

罪应
“
罚金

” 。

故
、

误迥然不同
,

径

渭分 明
。

这在世界刑法史上也是 比较早的一种科学规定
.

同样
,

《晋律 》 中关于过失犯罪的原文由于 《翠律 》 逸佚
,

也已不可得而知
。

但从张斐的

《上晋律注表 》 中可以窥见晋代关于过失犯罪规定的一些情况
:

(一 ) 有区别地规定了
“

故
” 、

“
失

” 、 “
过失

”

等概念
,

张斐对此都作了解释
: “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
,

意以为然谓之失… …不

意误犯谓之过失
。 ”

(二 ) 对某些过失犯罪作了细微
、

具体的规定
,

张斐对这些疑难罪名的论

罪定性都作了区分
: “
两和相害谓之戏… …斗之加兵刃水火中

,

不得为戏
,

戏之重也
。

向人室

庐
、

道径射
,

不得为过失之禁也
” ; “

过失似贼
、

戏似斗
、

斗而杀伤旁人又似误
” 。

这些情况表

明
,

晋代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较之汉代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

到了唐代
,

随着封建统治阶级罪责观的进一步发展
,

过失犯罪的立法臻于成熟
.

《唐律 》

对 过失犯罪的规定大体概貌如下
::

(一 ) 对过失犯罪定罪处刑的原则作了相当规定
.

例如
,

《名例律 》 第 n 条对某些过失犯罪的处刑作了限制
,

即
“
… …子孙犯过失流… …各不得赎

” ,

“
其于期以上尊长及外祖父母

、

夫
、

夫之祖父母
,

犯过失杀伤应徒
” ,

第 40 条
、

第 41 条专门

对公罪 (官吏因公务过失犯罪 ) 的处理作了详细规定
。

《职制律 》 “
贡举非其人

”
条在

“

失者
,

各减三等
”
的基础上

,

还对 《职制律 》 中其它各条律文无明确规定公事失错减等办法者作了
“

余条失者准此
”
的规定

。

对过失犯罪定罪处刑上的这种一般规定
,

在以往封建刑律中未曾发

现
,

与同一时期乃至近代世界其他国家相比
,

也是领先颇多
。

(二 ) 比较系统地将故意犯罪与

过失犯罪区别开来
。

以往历代法典中关于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分都比较零散
,

唐律总结

历朝经验
,

集诸大成
,

将这种区分贯彻落实于法典的各篇各罪中
,

使之成为一项刑法原则
。

法

典大量地使用了知与误
、

知与不知
、

知情与不知情等对立概念
,

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有区

别地加以规定
,

并用
“
忘

” 、 “
失 ” 、 “

误
” 、 “

错 ” 、 “
不觉 ”

等来标志犯罪人的心理状态
,

以决

定其刑事责任
。

因
“
误

” 、 “ 不知
” 、 “

不觉
”
而减轻其刑或不论以罪的条款 比比皆是

,

随处可

见
。

查同一时期西欧的 《撤利克法典 》
,

当时还没有将故意与过失及偶然行为区分开来
。

中国

古代过失犯罪制度发育之先进
,

由此可见一斑 卫 (三 ) 仍然将
“

知与不知
”
作为区分故意与过

失的基本标准
,

而在解释上有新的发展
。

《斗讼律 》 中
“
过失杀伤人

”

条规定
: “

诸过失杀伤

人者
,

各依其状
,

以赎论
” 。

而何为
“
过失

” ,

有云
: “

谓耳 目所不及
,

思虑所不到
” ,

并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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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举重物
,

力所不制
;
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

,

以至杀伤之属
,

皆是
。 ”

这种解释已经

包括了现代刑法中
“

间接故意
” 的情况

。 “
因击禽兽以致杀伤

”

这种说法
,

与现代间接故意的

表述几乎一样
,

而且此种案例
,

常为目前刑法教科书在解释间接故意时所引用
.

当然
, 《唐

律 》 中上述对过失的解释也包括了现代刑法中的
“
意外事件

” ,

这反映了立法者对罪过内容与

种类认识的囊括性
、

局限性
。

(四 ) 对各种过失犯罪的处罚区分具体情况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
。

如失火罪
,

《唐律 》 中就有一般的失火
、 “
非时烧田野

” 、 “
于官府麻院及仓库内失火

” 、 “
于山

陵兆域内失火帅等数种情况
,

不同情形处刑轻重各不一样
,

姑且不论其各项具体规定是否合

理
,

这样区分不同情况的过失犯罪给予轻重不同的处罚
,

至少表明立法者已经注意到过失犯

罪中过失程度的不同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
,

其所蕴涵 的刑法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

(五 ) 《唐律 》 还创造性地规定了过失犯罪的危险犯形态
、

结果加重犯形态
,

一般过失犯罪与

业务过失犯罪形态。 ,

成为我国刑法史上独具特色并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立法例
.

《唐律 》 关于过失犯罪的一系列规定
,

基本上被以后宋
、

元
、

明
、

清各朝刑事立法所承袭
,

除了个别地方各朝略有增减
,

并无多少发展
。

它表明我国封建社会关于过失犯罪的立法已处

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

只是到了近代
,

清末统治者颁布的 《大清新刑律 》 才勉强吸收了资产阶

级刑事责任理论的一些内容
,

把主观心理分为故意
、

过失
、

无罪过三种情况
,

在立法上承认

了所谓无过失无罪的原则
,

过失犯罪的立法也因之发生转变
。

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
,

《大清新

刑律 》 未来得及实施即成为历史
。

三
、

古代过失犯罪的称谓及其概念

在中国古代刑事立法与理论中
,

关于过失犯罪的称谓
、

概念不甚统一
,

有必要加以梳理
。

最 初反映过失犯罪思想的有关记载中
,

多称过失为
“
青

” 。

《 尚书
·

舜典 》 中
“

告灾肆

赦
”

的
“

青
” ,

《尚书
·

康浩 》 中
“

敬明乃罚
,

人有小罪
,

非青
,

乃惟终
“

一乃不可不示 ,’.
“
乃有大罪

,

非终
,

乃惟青灾
“

一时乃不可杀
”
的

“

告
” ,

以及 《左传
·

嘻公三十三年 》 中
“
且吾不以一告掩大德

”
的

“

告
” ,

一般都作过失理解
。 ⑨

继
“

青
”
之后

,

有关史料记载开始用
“
过

” 、 “

误
” 、 “

失
” 、 “

过失
” 、 “

不识
” 、 “

遗忘
”

等

标示过失犯罪
。

《尚书
·

大禹漠 》
、

《周礼
·

地官
·

司救 》
、

《地官
·

调人 》
、

《秋官
·

司寇 》 中的

有关记载 (见本文第一部分 ) 以及 《左传
·

襄公二十八年 》 中的
“
赦其过失

” , 《管子
·

形

势 》 中的
“
主无过失

” ,

《墨子
·

非攻 》 中的
“
刑政之不过失

” ,

都反映了这一点
。

与
“
管

”
相

比
,

这一时期表述过失犯罪的法律用语较为直观
,

也比较混乱
,

其本意不外是
“

过错
” 、 “

失

误
” 、 “

错误
”

等
,

多在一般意义上使用
,

并没有专门的含意
,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汉代
。

秦代是古代中国法律有原文可考的最早年代
,

其关于过失犯罪的称谓与前代后世均有不

同
:

表述过失犯罪比较典型的用语是
“
不端

”
(

“

端
”
即故意 )

,

此外
, “

亡
” 、 “

弗智 (知 )
” 、

“
弗觉

”

也可以表示过失或不识的心理状态
。 。

汉代以后
,

过失犯罪的法律用语基本上固定下来
,

一般用
“
误

”

与
“
过误

”

标志
。

东汉

王充 《论衡
·

答按 》 中的
“
圣君原心省意

,

故诛故贯误
。

故贼加增
,

过误杀人
,

当何罪哉 ! ”
,

《后汉书
·

郭躬传 》 中的
“

法令有故误
,

章传令之谬
,

于事为误
” , 《后汉书

·

钟离意传 》 中的
“
过误之失

,

常人所容
”

都反映了这一点
。

晋代的过失犯罪制度进一步理论化
,

程树德先生在 《九朝律考 》 中对此亦多有考证
。

其关于过失犯罪的表述也趋于定型与规范
。

典范性

的表述是张斐 《上晋律注表 》 中
“
意以为然谓之李

” , “
不意误犯谓之尽李

” , “
失

”

与
“
过



失
”

成为表述过失犯罪的常见用语
。

个别场合下
, “
误

”

也可以作为
“

失
”

的同义词
,

如张斐

说
: “ 斗而杀伤旁人又似误

” ,

但张斐二十个重要律名概念中并无
“
误

”

的解释
,

只是特殊情

况下通用
。

《唐律 》 基本上采用了张斐的解释
, “
过失

” 、 “

失
” 、 “

误
”
成为表述过失犯罪的固定用语

.

其中
, “
过失

”

一般只用于杀伤人罪的场合
, 。 “

失
”

多用于概括官吏公务方面的犯罪 严
“
误

”

则 多用来表示
“
过失

” 、 “

失
”
以外的过失犯罪。 (个别情况下表示打击错误

。 )
.

此外
,

《唐

律 》 中还有少数律文用
“
不觉

” 、 “
不知情

” 、 “

错
” 、 “

戏
”

等标示过失犯罪
。
。

从最初的
“

告
” ,

到
“
过 ” 、 “

失
” 、 “

误
” 、 “

过失
” 、 “

不识
” 、 “

遗忘
”

互用不分到初步固定

用
“
误

” 、 “
过误

” ,

到最终有区别地使用
“
过失

” 、 “

失
” 、 “

误
”

表述过失犯罪
,

表明古代过失

犯罪称谓
、

概念的逐步规范化与成型化
,

这与人类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规律是相吻合的
。

以

后宋
、

元
、

明
、

清各朝基本都采用了 《唐律 》 的方式
,

相沿不改
。

上述过失犯罪的各种称谓
,

历朝各代的理解均有所异
,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

即侧重无认

识的过失犯罪
,

疏于有认识的过失犯罪
。

如汉代郑玄对过失的解释是
: “

过
,

无本意也
” , 《唐

律 》 在
“
过失杀伤人

”

条的注文中把过失解释为
“

耳 目所不及
、

思虑所不到
” 。

这些理解都将

右认识的过失犯罪排除在外
。

所以
,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过失犯罪主要是指无认识的过失犯罪
,

这是古代过失犯罪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
。

另一方面
,

在某些场合下
,

我国古代法律又往往把

现代刑法中的意外事件甚至间接故意解释在过失犯罪的概念中
,

《唐律 》 “
过失杀伤人

”
条注

文中所列举的
“

共举重物
,

力所不制
,

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
,

以至杀伤之属
”

即反映

了这种情况
。

两方面的偏颇
,

说明古代过失犯罪的概念尚欠严谨和科学
。

四
、

古代过失犯罪的立法体例与罪名体系

在总则中约定过失犯罪的概念并确定追究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
,

在分则中设置各种

具体的过失犯罪罪名
,

是近现代以来过失犯罪的典型立法体例
。

但我国古代刑法与此不同
。

前

起秦朝
,

后至明清
,

各朝刑律关于过失犯罪规定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类似总则
、

分则这种明确

的区划与分类
,

显示出古代立法者思维认识的欠系统性和立法技术的欠完整性
。

以 《唐律 》 为

例
,

虽然在实质上有关于过失犯罪的总体性解释与规定
,

但并未在相当于总则地位的 《名例

律 》 中专条专款予以专门规定
; 《名例律 》 中虽有个别条款就过失犯罪的定罪科刑原则作了规

定
,

但这种规定只对部分过失犯罪有效
,

没有整体的意义
。

对各种具体过失犯罪的规定
,

我国古代刑事立法显得相对完备
。

其立法体例主要有如下

几种形式
:

(一 ) 律文通过故
、

失
、

误的区分
,

将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在同一条文对称性地加以规定
。

其中又细分为几种情况
: 1

.

同一种行为
,

前段规定故意犯罪
,

后段规定过失犯罪
,

这是多数
。

如 《卫禁律 》 “

登高望宫中
”

条规定
: “

诸登高望宫中者
,

徒一年
;
殿中

,

加二等… …误者
,

各

减二等
” ; 《职制律 》 “

百官外膳犯食禁
”
条规定

: “

诸外膳犯食禁者
,

供膳杖七十… …误者
,

各

减二等
” 。

2
.

同一种行为
,

先规定过失犯罪
,

后规定故意犯罪
,

这是少数
。

如 《卫禁律 》 “
阑

入庙社及 山陵兆域门
”

条规定
: “

诸阑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者
,

徒二年… …守卫不觉减二等
· ·

一 故纵者
,

各与同罪
” ; “

宿卫冒名相代
”
条规定

: “
主司不觉

,

减二等
,

知而听行
,

与同罪
。 ”

3
.

同一种行为
,

首先描述其特征与内容
,

不分故
、

失
,

最后标明以故 ( 出入人罪 )
、

失 (出

人人罪 ) 论处
,

这是个别情况
.

如 《断狱律 》 “
赦前断罪不当

”
条规定

“

违者以故
、

失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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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坐没官不如法
”

条规定
: “

诸缘坐应没官而放之
,

及非应没官而没之者
,

各以流罪故
、

失

论
。 ” (这里故

、

失特指 《断狱律 》 中的故出入人罪与失出入人罪 )
。

相对而言
,

第一种情形的

立法体例比较有生命力
,

仍为现代刑事立法所沿用
。

(二 ) 律文不曾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对称性加以规定
,

而是用
“

失
” 、 “

过
” 、 “

误
” 、 “

过

失
” 、 “

错
”

等字眼作标志
,

单条专门规定过失犯罪
.

《卫禁律 》 的
“

缘边城戍不觉奸人出入
”

条
、

《职制律 》 的
“

合和御药有误
”
条

、 “

造御膳有误
”

条
、

《厩库律 》 “
损败仓库积聚物

”
条

等均采此种立法体例
,

至今为现代刑事立法所大量沿用
.

(三 ) 律文单条规定过失犯罪
,

但不曾用
“
过

” 、 “
失

” 、 “

误
” 、 “

过失
”

等字眼标示
,

如
“

戏杀伤
”

即是
。

(四 ) 律文中虽有故
、

失等字眼
,

犯罪行为在客观上存在故意与过失形态之别
,

但在刑事

责任上律文特别明示不加区分
.

如
“

诸乏军兴者斩
,

故
、

失等
”

即是 ( 《擅兴律 》 )
。

在上述立法体例下
,

古代过失犯罪的具体罪名情况如何 ? 如前所言
,

古代刑事立法关于

过失犯罪的规定疏于总则
,

偏重于分则
,

其具体罪名也就较为周详
.

早在西周时期
,

就存在
“
功有不当罪

”
的规定

.

所谓功有不当
,

是指工匠制作器皿时粗

枝大叶
,

制作的器皿不合标准
。 “

命工师效功
, · ·

一物勒工名
,

以考其成
,

工有不当
,

必行其

罪
,

以穷其情哑
。

正是对这种过失犯罪的记载
。

到了秦代
,

秦律规定了一系列过失犯罪
。

根据 《秦简 》 佚文
,

至少包括
“
公物保管不妥

罪
” 、 “

失囚罪
” “
失刑罪

” 、 “

告不审罪
” 、 “

亡失公文印章证件罪
” 、 “

失火罪哑等种类
。

由于

《秦简 》 佚文远非秦律全部
,

其关于过失犯罪的规定也当不止于如上所列
。

汉晋两代律文失传
,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推测
,

至少有
“
过失杀人

” 、 “
戏杀伤

” 、 “
误传诏

书
”

等过失犯罪
。 。

《唐律 》 关于过失犯罪的具体罪名比较庞杂
、

繁多
。

《唐律 》 12 篇计 5 02 条 (条数条 目为

后人所加 )
,

除 《名例律 》 57 个条文以外
,

其他 11 篇均规定有过失犯罪
,

尤以 《卫禁律 》
、

《职制律 》
、

《户婚律 》
、

《斗讼律 》
、

《杂律 》
、

《断狱律 》 等为甚
。

据初步统计
,

全 《唐律 》 所规

定的过失犯罪达 10 0余种之多
,

内容涉及政治
、

经济
、

军事
、

司法
、

婚姻家庭
、

公民的人身

权利等诸方面
,

可谓细密周详
。

有的罪名
,

如过失犯罪的危险犯等
,

在今天仍有研究
、

借鉴

的价值
。

当然
,

也应当看到
,

与严刑峻罚的指导思想及欠科学的立法技术相联系
,

有相当一

部分过失犯罪是为封建皇权
、

特权而设立的 (较多地体现在 《卫禁律 》 与 《职制律 》 中 )
,

有

的过失犯罪数种情形可合为一种 (如失火罪
、

读职方面的犯罪 )
,

因而导致了过失犯罪罪名体

系的过份庞杂
,

这一缺陷直到近现代刑事立法才予以克服
。

五
、

古代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从过失犯罪立法思想的萌发到历朝各代刑律中关于过失犯罪的具体规定
,

在过失犯罪刑

事责任的问题上
,

始终贯彻着从轻论处的指导思想
,

这是一条总的原则
。

在此原则下
,

古代

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还存在以下特点
:

(一 ) 对某些犯罪仍然实行客观归罪
,

无论故
、

失
, `

等同处罚
。

如 《唐律 》 《擅兴律 》 中

的
“
乏军兴

”
条规定

: “

诸乏军兴者斩
,

故
、

失等
” 。

故意
、

过失明显有别
,

律文却强调等同

处罚
,

《疏议 》 的解释仅是
: “
为其事大

,

虽失不减
” , 。
可见只要关系到封建统治阶级的重大利

益或根本要求
,

过失从轻的原则是可以公开抛弃不顾的
。

这也表明
,

任何朝代的刑法在根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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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只不过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

(二 ) 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有无
、

轻重与行为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

奴隶制社会
, “
基本

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
,

奴隶不仅不是公民
,

而且不算是人
” , 。 因此

,

奴隶社会过失犯罪

的实践不适用于奴隶是很显然的
,

奴隶主对奴隶实行大规模的屠杀 (如
“
人祭

” 、 “
人殉 ") 尚

且属合法行为
,

过失致死奴隶就更不会负刑事责任了
。 “

有过
”

的原则也只是适用于奴隶主之

间及平民之间
,

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之间的犯罪
,

是不可能过失从轻的
。

封建社会关于过失犯

罪刑事责任的规定同样显示出不平等性
。 “

合和御药误不符本方
”

或
“

造御用舟船误不牢固
” ,

虽然未造成严重后果
,

有关人员却当绞
; 处刑如此之重

,

只是因为与皇帝安全有关
。

《唐律 》

中的过失杀伤
, “

诸部曲
、

奴脾过失杀主者
,

绞
” , “

诸主过失杀部曲者
,

各勿论
”

( 《斗讼

律 》 )
,

前者当绞
,

后者无罪
,

差别如此之大
,

其立法理 由仅是
“

部曲
、

奴婶是为家仆
,

事主

须存谨敬
,

又防其二心
,

故虽过失杀主者
,

绞
。 ” ⑧身份在过失犯罪定罪处刑 中的作用何等之大

可略见一斑 !

(三 ) 对过失犯罪区别不同情况
,

减等从轻各异
。

以 《唐律 》 为例
,

都是过失犯罪
,

有只

减罪一等的
,

如 《卫禁律 》 “
宫殿作罢不出

”
条规定

: “

将领主司知者与同罪
,

不知者各减一

等
”

有减二
一

等
、

三等的
,

其中
“
误

”
往往减二等

, “
失

”
一般减三等

,

前者如 《卫禁律 》 “ 登

高望宫中
”
条规定的

“
误者

,

各减
一

二等
” ,

《职制律 》 “

百官外膳犯食禁
”
条规定的

“

误者
,

各

减二等
” ,

后者如 《职制律 》 “
贡举非其人

”
条规定的

“
失者各减三等

” , “

余条失者属此
” ; 还

有减四等
、

五等的
,

如 《厩库律 》 “
应输课税回避诈匿

”
条规定

“
主司不知情

,

减四等
” ,

《断

狱律 》 “

官司出入人罪
”
条规定

“

失于出者
,

各减五等
” 。

有的还在同一律文根据过失犯罪的

不同情况
,

给予不同的减等
。

如 之斗讼律 》 “
戏杀伤人

”
条规定一般情况下

“

减斗杀伤二等
” ,

“
以刃若乘高

、

履危
、

入水中
,

以故相杀伤者
,

唯减一等
” 。

《断狱律 》 “
官司出入人罪

”

条规

定
“

失于入者
,

各减二等
” , “

失于出者
,

各减五等
” 。

对不同情况下的过失犯罪减等处刑各异
,

表明古代立法者已经注意到过失犯罪的轻重过失程度与刑事责任之间的关系
,

其刑法思想在

今天仍未失去其意义
。

(四 ) 追究过失犯罪的危险犯形态与结果加重犯形态的刑事责任
.

在现代刑事立法中
,

除

少数国家外
,

追究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一般以有严重结果为条件
,

无实际损害结果
、

仅是一

种危险状态
,

往往不追究刑事责任
; 对过失犯罪也不规定结果加重犯

。

我国古代刑事立法反

其道而行之
。

《唐律
·

职制律 》 规定的
“

合和御药误不符本
” 、 “

造御膳误犯食禁
” 、 “

造御用舟

船误不牢固
’ ,

都可视为过失犯罪危险犯之立法例
; 《擅兴律 》 “

守城之将弃城而逃
”

条规定的
“

若连接寇
,

被遗斥候
,

不觉贼来
,

徒三年
,

以故致有覆败者
,

亦斩
” ,

《职制律 》 “

受制亡

误
”
条规定的

“

诸受制忘误及写制书误者
,

事若未失
.

答五十
; 已失

,

杖七十
”

则可视为过

失犯罪之结果加重犯形态的立法例
。

这种立法例表明我国古代刑事立法在对待过失犯罪问题

上有着比较灵活的刑事政策与策略
。

在加强同过失犯罪作斗争的当代刑事立法思潮中
,

这种

立法方式已越来越受到重视
,

其所蕴涵的刑法思想已逐渐为现代刑法所接受
。

( 五 ) 对过失犯罪区分一般过失责任与业务过失责任
。

以过失杀人为例
,

《唐律
·

斗讼

律 》 “

过失杀
:
伤人

”
条规定

: “

诸过失杀伤人者
,

各依其状
,

以赎论
” ; 而 《杂律 》 “

医合药不

如本方
”

条却规定
: “

诸 医为人合药及题疏
、

针刺
,

误不如本方
,

杀人者
,

徒二年半
” 。

同样

是过失致人死亡
,

一般主体过失所致
, “
以赎论

” ; 医生等特殊主体在其业务过程中过失所致
,

则处以徒刑
,

主体身份职业不同
,

处刑各异
。

它表 明我国古代立法者已经注意到业务过失犯

罪的特殊危害性
,

这种罪责观对于我国当今刑事立法的完善仍颇具借鉴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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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过失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多种多样
,

答
、

杖
、

徒
、

流
、

死
、

罚金均有
。

尤其引

人注 目的是 《唐律
·

斗讼律 》 “
过失杀伤人

”

条规定的
: “

诸过失杀伤人者
,

各依其状
,

以赎

论
。 ”
一方面宣告有罪

,

一方面又不处以实刑
,

而是通过被告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以实现刑事

责任
。

这种在作有罪宜告的基础上通过民事赔偿来实现刑事责任的方式
,

在当今刑事立法中

值得重视
。

六
、

结 语

综观全文
,

最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
:

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
、

完备的过失犯罪制度
,

其中

不乏可资借鉴之处
。

它表明
,

在一定条件下
,

发达的 自然经济有时会孕育出同商品经济一样
、

甚至 比之更加完善的法律制度
,

这是一条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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